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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藏漂的自我表达与地方意义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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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藏漂是利用特殊地方对抗现代性负面影响的典型群体，其漂泊藏地的生命历程为研究

自我与地方的互构机制提供了鲜活案例。基于半结构化访谈和实地观察收集的研究资料，本

研究从历时性的微观角度入手，分析了不同时空条件下，藏漂自我表达和地方意义之间的关系

演变。结果显示：该关系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具体表现为：错配期——以寻求“诗意地方”

为核心的自我表达强化；适配期——以追求“放任自我”为目标的地方意义生产；择配期——以

多元价值为诉求的自我与地方调适。在此基础上，研究认为藏漂自我表达与地方意义的时空

互动，本质上也是在不同阶段对真实意义的持续追求。在整个旅藏过程中，这种真实意义先后

表现为自我真实、体验真实和价值真实的补充与替代，且呈现出由自我向朋友、家人和地方扩

散的外推趋势。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同时从自我和地方两个基本点出发，明确了在藏漂寻

求自我恢复和地方支持过程中人地关系核心意义的阶段呈现和发展规律，希望能为探究旅居

者价值追求演变规律、人地关系联动机制和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提供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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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78年以来，中国持续推动民生发展和社会进步，迅速迈向现代社会。由此引发的
现代性浪潮，以前所未有的烈度侵袭着国人的生活环境，理性化和无差别的空间过程和
空间法则破坏着地方原有的社会和文化脉络，使地方同质化现象不断蔓延[1]。在现代与传
统、全球与地方的碰撞中，日新月异的社会面貌削弱或重构了原有的地方意义，个体与
地方的自然、文化和情感联系被切断，人们无法感受、实践和回忆原有的在地体验[2-3]。

地方意义与自我表达看似是彼此相对独立的存在体，但其深层又彼此关联，相互作
用[4]。通过在重要地方的生活体验，人们能将地方意义内化到自我当中，进而理清自身的
想法和感受，使朦胧的自我状态渐趋清晰化[5]。同时，地方意义也指导个体形成相对稳定
的反应模式和行为习惯，增强自我的一致性和可认知性，继而协调和促进社会关系，建
构并强化个人身份[6-7]。作为某些特定体验的载体，地方往往被个体尊奉为自我成长轨迹
的见证者，并被赋予独特的纪念意义[8]。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个体总喜欢去那些与自
我相契合的地方，并按照自身意愿来解读地方意义的原因[9-11]。

现代性背景下，旅游、旅居和迁移等流动方式，已成为人们寻找心灵归宿和消解自
我危机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其中以藏漂群体尤为典型[12]。他们往往对自我发展具有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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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把控意识，对栖居环境有着近乎挑剔的要求，乐于将自身的所感所想同他人分享。此
外，相较于本地居民，藏漂拥有清晰的观察定位和丰厚的生活阅历，更容易发现地方的
独特性；相比于大众游客，他们在旅居地拥有更长的生活跨度，宽泛的人脉关系，丰富
的地方见闻，能够获得更加精准而深刻的地方意义。这些都使藏漂成为现代性与本真性
博弈过程中，解读自我表达与地方意义关系的绝佳研究对象。因此，本文以拉萨藏漂为
研究对象，从藏漂自我表达及其对拉萨地方意义解读出发，探索现代性背景下两者的互
动关系和演化规律，借此探析藏漂式人地关系的演化规律，增进现有地方意义和自我表
达的理论整合度，为解析新时期人们的旅居行为与活动规律提供参照。

2 文献综述

2.1 自我表达
“自我”（Self）问题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认识你自己”的命题，反映了人们

对生命本质和存在意义的探索与思考[13]。它存在于具有经验的主体之中，能运用已有的
概念和想象力来处理各种信息[14]，因而可被看作是一个物理实体，也可以被视为个体的
一系列经验或感知[15]。作为“自我”的基本二分结构，“主我”（I）和“客我”（Me）被
用以强调经验的来源差别，其中，“主我”强调经验的主体，是有机体对外部刺激做出的
心理反应，具有无法预见和不可描述的特点；“客我”强调经验的内容，是基于他人态度
和立场所观察和评价的自我，因而也被视为推理、建模和表达的对象[16]。两者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共同构成了出现于社会生活中的“自我”。

自我表达是个人将内在的自我状态呈现于他人或社会的活动，本质是自我概念的外
化[17]，即个体将“自我”作为剖析和表露对象，使之不再瞬时地隐匿于个体内部，而成
为一种具象化和外在化的自我知识[18]。在此过程中，一些尚未拥有的特质通过持续展演
和表达，被逐步内化到自我之中，由此推进了自我概念的更新和发展[19]。基于二者之间
的上述关联，自我概念的多种定义引申出自我表达的不同概念。符号互动论将自我概念
视为社会互动产物，同时也认为自我表达是形塑自我概念的一种外在展示和信号传递方
式[20]。自我结构论则将自我概念区分为整体自我和子类自我，相应地发展出整体和元素
两类自我表达观念。整体观认为自我表达必须呈现完整的自我状态，而非流露某些情感
与观点[21]，元素观则秉持一种更为泛化的视角，认为但凡是与某种自我特质相关联的表
达活动，都属于自我表达[22]。

针对地方视域下自我表达的分析框架，Choi指出自我表达具备由真实、现实和理想
自我构成的三元结构[23]。其中，真实自我（True Self）是指个体长期在某一或某些地方
生活过程中形成的稳定特质[24]。现实自我（Actual Self）是个体在当前生活中呈现出来的
属性，是真实自我在外部环境中的隐匿、延伸和变形[17]。理想自我（Ideal Self）是一个
人渴望未来拥有的品质集合[25]。依据自我与栖居地的匹配程度，人们赋予上述自我表达
侧面的内涵、关注度和价值取向都会存在差异，最终决定着自我的协调状况。因此，对
理想居所的追寻者而言，快速而精准地解读迁入地意义至关重要。事实上，当进入某个
地方时，人们往往热衷于通过自我表达和环境的回应来判断地方的宜居程度[26]。
2.2 地方意义

地理学研究中，“地方”被看作是由存在于同一地理单元中的主客体要素共同组成的
一种结构性过程，对二者的不同强调形成了结构主义和人文主义地理学视角下的两种地
方概念。结构主义地理学主张将地方视为特定时空活动和权力关系共同作用下产生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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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过程[27]。该观点排除认识主体的情感依恋和主观意识，更强调地方区位及伴随的宏观
政治经济要素[28]。人文主义地理学则将地方定义为充满意义的物理空间[29]。由此出发，
客观的物理世界只是没有意义的存在，只有在加入人的经历和想象之后，才成为有意义
的“地方”[30]。

不同的地方概念同样也影响着人们对地方意义的界定，正如赵振斌总结的，人们对
地方意义的解读不仅是外部结构性力量的塑造，同时也是基于个人和群体经历的建构[31]。
尽管结构主义地理学否认认知和情感层面上的主体差异，但却从未质疑人们对地方环境
的意义赋予。因此，地方意义可被视为生活群体对栖居地的共同认知和评价信念。相比
于结构主义，人文主义地理学对地方意义的研究要走的更远。该视角下，地方意义建立
在因人而异的地方观念上，并被界定为个体赋予特定地理空间的一种离散意义结构[32]。
虽然两种界定从不同角度出发，分别强调了地方意义的主客侧面，但都认为它是地方环
境和主观个人持续互动的结果[10]。现有对地方意义的研究一般都从以下 4个层面展开：
① 超越文化属性的地方本质特征，主要用以描述和评价地方的物质特性，可以通过多个
地方之间的比较被客观识别；② 工具性层面的地方意义，主要来自那些能够满足个体行
为和经济目标的物质属性；③ 社会文化层面的地方意义，是一种由语言沟通和社会互动
建构出来的象征性意义，主要存在于地方环境的文化、历史、地理元素及其关联之中；
④ 身份表达层面。该意义层面在具备社会建构性的同时，更关注个人于在地体验中生成
的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具有更强烈的自我指向性[33]。

地方意义的形成同时也是个体思想与群体意识持续交互、彼此作用的过程。首先，
相同的地方环境、一致的解析视角为个体性地方意义奠定了相对一致的形成基础，进而
为交流活动提供可能性[34]。随后，经由群体交流和社会互动，个体就地方意识进行沟通
表达，互相施加影响，形成意识趋同和行为趋近，进而产生群体层面的地方意义[35]。由
于进入时间和涉入程度的差异，外部性群体成员对地方的把握程度各有千秋。一般来
说，深入体验者能够掌握地方话语权，并在群体性自我表达和地方意义的形成过程中占
据主导地位。同时，群体意识作为一种相对客观的外部环境和权威参照，也在诱导着个
体相关意识的发展[36]。
2.3 自我表达与地方意义

自我表达与地方意义的关系研究，因不同立场的主体阐释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相
对于地方内部居民而言的自我表达和“主我”地方意义，它根植于漫长时间跨度中行为
主体的生命体验和生活经历，具有很强的可靠性和精准度[37]。这种地方观的建立不是本
地居民的有意为之，而是他们在生活实践中追求经济、文化和休闲等目标的伴生品。因
此，“主我”的地方类似于在地生活的容器，在提供情感依附等抽象意义的同时，更为日
常生活实践提供了兼容性环境。另一类是相对于外部群体而言的自我表达与“客我”地
方意义。所谓外部性群体主要指因各种原因迁入并短暂定居的“地方过客”。与当地居民
不同，外部性群体对地方的探索和认知伴随着强烈的功用性目的，如艺术家对地方的认
知具有显著的浪漫化倾向和抽象化特征等[38]。然而，“访客”的身份限制注定了外部性群
体无法获得持久的地方体验，如欲在短期内寻求全面的地方认知和地方感，他们必然要
主动与本地居民和环境开展目的明确的各类互动，即主客互动。需要注意的是，地理学
视域下的主客互动超越了其他学科所聚焦的纯粹人际互动，更关注外来群体与迁入地整
个地方之间的人地互动。具体而言，地理学中的主客互动是将这一关系放置于特定时空
背景中，重点分析互动空间中的价值诉求、话语体系、权力机制以及由此折射出的人地
关系[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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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有关外部群体自我表达与地方意义的相关研究，主要从自我意识评估和自我对
地方意义的递进式介入两个角度展开。前者是基于“自我”意识评估的“新旧地方差异
论”，认为在地方意义的形成及其对自我的介入过程中，新旧地方之间的差异化对比极为
重要。一般而言，人们对不同地方的衡量总是以自我为标准，并主要以连续性、区别
性、自尊感和自我效能感作为评估原则[40]。其中，连续性是指相比于旧地方，迁入地能
够保持自我意识连续性的程度，是个体获取自我稳定感的主要评价标准。个体对连续性
的追求，以对原住地的积极评价为前提。如果对原住地的整体评价以负面形象出现，那
么他们必将渴望寻求逃离或改变。区别性指新地方能够满足个体独特性和区别性需求的
程度。自尊感则关照地方承载的生活方式与人们价值追求的契合程度，直接关系到人们
的自我评价和意义感知。自我效能感是指在不同的地方情境下，个体对自身能力的看法[41]。
依据上述评价原则，个体以特定的价值标准从外部世界初步抽取地方意义，并通过选择
性的扬弃推动自我意识的生成。

后者是“地方意义渐进论”，如Kyle所言，外来者久驻地方时，其所理解的地方意
义主要从地方认知、地方情感和地方意向3个层次上凝练而来，并逐渐内化到自我的发
展过程中[42]。地方认知是人们基于空间元素体验和其他生活体验，对地方相关信息的编
码和解读活动[43]。它既是地方意义诞生的首要前提，也是地方元素介入自我发展的第一
步。地方情感指人和特定地方在情感上存在的种种联系[44]，它在促成稳定自我意识的同
时，也从感性层面上影响着个体的价值追求与自我发展。地方意向是主观意识系统与客
观物质环境持续交互而衍生出的一种和谐关系与价值指引[45]。这种解读活动往往与价值
追求、处世观念和生活方式等自我哲学密不可分，并在理性层面上成为人地关联形成的
最核心过程。以上三者之间并非是前后衔接的依次替代，而是以特定顺序展开的逐步叠
加。一般来说，外来者和迁入地的关系总是以地方认知为起点，随后在3种过程的叠加
融合中实现螺旋式的上升与发展。

事实上，上述两种理论存在着如下局限：首先，二者都过度强调地方要素的作用，
甚至明确将地方视为自我表达与地方意义关系的主要构造力量[46]，但却未能对“人”这
一能动性主体给予应有关注。例如，在主体不在场和人地错配的情况下，地方究竟能否
继续发挥主导作用值得存疑。此外，二者预设了自我与某一地方间的相对稳定关系，“新
旧差异论”将人地关系的演变假定为位置移动的结果，而非空间流动的前提，存在因果
倒置的错误倾向；“意义渐进论”则主要关注静态化环境中自我表达与地方意义的量变式
发展，能够解释的情形也十分有限。最后，随着空间流动的多样化发展，作为上述理论
基石的主客地方观划分，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变得缺乏可行性。事实上，在现代的旅居
和迁移活动中，兼具“主我”和“客我”特征的群体日益增多。综上，当前研究亟需悬
置自我与地方作用力的相关假设，突破原有的“主我”与“客我”的二元对立，全过程
地探析自我表达与地方意义的互动规律。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
“藏漂”群体最早是指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些前往西藏，尝试将藏地文化与

文学艺术形式呈现于公众视野的年轻画家和文艺青年[12]。在社会大环境快速变化的背景
下，当今藏漂的生活模式和旅居诉求更具多元性，很难再用艺术追求来解释全部行为。
基于此，本文认为藏漂是指从藏地以外迁移而来，为体验独特生活方式和栖居环境而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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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西藏的人。其界定标准主要有三：① 旅居目标的体验性。藏漂入藏动机类型较为丰
富，但都以体验西藏特有生活方式为旅居目的，这也是藏漂区别于经济移民的根本属
性；② 停留时间的暂时性。旅藏历程对藏漂而言，是其人生经历的一部分，而非最终的
生命归宿。依据现有研究，本文将停留藏地6个月以上，并有计划返回内地，作为判定
藏漂的时间标准；③ 漂泊藏地的自主性。藏漂旅居西藏的迁移动机及其生活程式应是基
于个体意志的自主安排[47]，而非外部群体或组织的强行要求。需要注意的是，藏漂并不
完全对应于King的迁移群体分类中的某一种[48]，只要满足上述3个条件，无论是旅居企
业主，中间人群，或是旅居劳工，都可称之为藏漂。

与东亚文化圈的主流集体自我观不同，藏漂在表达自我的过程中很少与外部环境妥
协，并渴望塑造忠于自我的独特形象。此外，藏漂大都是精力旺盛的青年人，对未知事
物具有较强的探索精神[47]。他们大多崇尚自由生活，享受闲暇时间，没有永久定居某地
的打算，且多数都从事住宿、摄影、特产销售等旅游相关行业[49]。在拉萨，藏漂并不是
零散地均匀分布，而是在业缘、地缘和趣缘的联结下，规模性地聚集在拉萨东部城区，
这也为精准锁定调研区域提供了便利。

拉萨长时间作为西藏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同时也是藏传佛教的荟萃之地，具有深厚
的历史文化积累。在政策支持、生计传统和文化传承等因素的作用下，拉萨传统元素至
今依然得到了很好的保留。1978年以来，拉萨作为辐射西藏的发展中枢，现代化设施愈
发齐备，商业氛围更加浓厚，城市变化翻天覆地。在不可逆转的现代化浪潮中，各类外
来元素大量涌入，本土与异域、传统与时尚的杂糅与冲突随处可见，并已成为拉萨城市
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此外，拉萨是整个西藏地区的交通枢纽，常年聚集着数百至数千
不等的藏漂，因而是研究的绝佳案例地。
3.2 研究实施

调研小组于2019年7月2日—30日赴拉萨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田野调查，根据问
询情况最终将核心调查区域选定在拉萨城东的八廓街、仙足岛和团结新村3个区域。首
先，为获取客观而富有深度的访谈资料，本文借鉴全探索性案例研究（Fully Exploratory
Case Study）的访谈方法。该方法适用于资料要求较为复杂，前期研究比较匮乏的研究
命题，主张在预调研中应以较为发散的访谈纲要获取对研究问题的基本信息，在此基础
上提升访谈问题的精准性，确保正式调研资料能够呈现良好的收敛状态[50]。基于此，本
文将访谈工作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调研小组以熟悉藏漂基本生活历程为目
标，对10位藏漂进行了小规模访谈，并修正和深化了访谈提纲。第二阶段，依据最新的
访谈提纲，调研小组开展回访工作的同时，逐步扩大访谈规模，进行正式调研。通过随
机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扩充样本容量，增强样本的代表性。同时，调研者注
重参加藏漂的社交和娱乐活动，在最大程度地获取信任的同时[51]，亲身观察和体验他们
的真实生活状态。调研期间，研究小组先后访谈25位藏漂（表1），单次访谈时长在40~
120 min之间，最终形成143419字的访谈资料。

本文采用扎根的方法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其原因有二：① 藏漂的自我表达和地方
意义关系本质上是由环境、居民、资本、习俗和主流规范等共同作用的复杂过程，其所
牵涉的知识节点数量众多，很难依靠主观分析建构出清晰完整的研究框架。而扎根理论
则秉持开放的研究态度，依托访谈文本中概念与概念的联结，可以有效挖掘主客互动与人
地互动过程中的动力、潜在结构和演变规律，避免重要信息的遗漏和理论建构的偏颇[52]。
② 扎根理论可以对不同时间节点的访谈资料进行重组分析，因而被广泛应用于抽象问题
及其社会过程的研究[53]，例如，McMahon使用扎根理论分析了中东旅居者在英国生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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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距离演变[54]。考虑到自我表达和地方意义解读本质上都是模式化、
系统化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本社会过程的特殊类型，因而利用扎根理论探索
二者间的关系是合乎逻辑的[55]。

在具体实施中，本文通过开放式编码、轴心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对访谈资料进行分
析归纳。其中，开放式编码需以悬置的方法，将文本资料打散，从中发现具有特定属性
的概念类属，并加以命名和类属化。轴心式编码旨在发现和建立各概念类属之间的联
系，在操作中每次仅深度分析一个概念属，即“轴心”，进而根据文本资料发散出相关关
系。选择式编码首先需要选择出能够统领其他类属的核心类属，理清核心类属和其他类
属之间的关系，并以合理的逻辑串联各概念，最终形成关联紧密、逻辑自洽、忠于现实
的理论体系[56]。

4 自我表达和地方意义的时空互动过程

旅居者生活经历具有鲜明的快速变化和非连续性特征[57]，具体表现为平和量变和急
剧质变并存的波浪式交替。基于这一特征而发展出来的分段讨论方法，不仅能够反映阶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Tab. 1 Basic information of respondents

编号

L01

L02

D03

L04

G05

Q06

Q07

Q08

Q09

L10

G11

G12

G13

G14

G15

Q16

L17

Q18

Q19

Q20

Q21

G22

G23

G24

L25

姓名/昵称

马师傅

Mily

珊珊

梅子

王老师

项哥

赵哥

秦哥

蔺佩

长发哥

大白兔

阿秋

郑准

何老板

土豆

阿唐

小山东

小雅

张交

萌萌

小云

亮子

五块哥

小菲

鹏哥

性别

男

女

女

女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女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女

女

男

男

女

男

年龄(岁)

42

21

21

39

35

33

31

31

29

32

24

24

26

26

29

34

27

29

29

23

22

32

28

22

36

入藏时长(a)

3

1

1

3

6

3

1

2

3

6

1

1

3

3

5

5

4

2

6

1

2

4

2

1

5

职业

出租车司机

化妆师

待业

客栈服务员

摄影师

客栈老板

客栈老板

客栈老板

客栈老板

特产销售员

摆摊

摆摊

摆摊

摆摊

摆摊

书店老板

书店服务员

客栈老板

客栈老板

客栈老板

客栈老板

摆摊

摆摊

摆摊

导游

注：被访谈者主要为从事摄影、客栈、特产销售等职业的旅居者，受旅游季节性影响明显，1年中有大量时间体验藏地特

质，符合本文界定的藏漂标准。编号中字母Q代表旅居企业主，L代表旅居劳工，G代表个体经营者，D代表待就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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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内的旅居生活特征，同时还可对比阶段间的人地关系演变。因此，无论是在经济学、
社会学还是地理学中，分段讨论都是用于研究旅居者生活变迁的重要方法[58-60]。

以往有关跨文化旅居群体人地关系的研究，大多通过如下三个阶段开展分析[61]：迁
移之前，个体面临着因地方氛围、社会互动和生活方式等问题而导致的人地关系失控，
由此产生的推动力促使人们开始迁移活动。在迁移之后，尽管个体可能遭遇就业障碍、
语言不通等困难，但由于地方意义和自我诉求的基本契合，人们往往能够在短暂的文化
碰撞期后，重新获得“栖居”地方的能力 [58]。然而，旅居者大多难以持久地定居迁入
地，在内外部多重要素的持续演变下，迁入地无法满足他们的新需求，理想中的“栖
居”状态也难以保持，因此最终会进行回流或再次迁移[62]。

藏漂作为逃避现代性负面影响的跨文化旅居群体，其自我表达和地方意义兼具了现
代性色彩和上述旅居阶段特征，本文收集的访谈资料也印证了这一点（表2）。在迁移之
前，现代化环境中的异化自我，以及由旅游话语和地理想象编织的藏地形象，构成了人
们迁居西藏的推拉系统。因而，该阶段可被命名为错配期；在到达西藏之后，特有地方
环境迅速成为自我协调的摇篮，其地方意义与藏漂的自我表达得以契合，因此，该阶段
可被命名为适配期；在旅藏后期，随着现代性对拉萨的猛烈侵袭和藏漂自我概念的变

表2 访谈对象生活状态阶段性表现
Tab. 2 The interviewees' stage performance of life state

编号

L01

L02

D03

L04

G05

Q06

Q07

Q08

Q09

L10

G11

G12

G13

G14

G15

Q16

L17

Q18

Q19

Q20

Q21

G22

G23

G24

L25

错配期

经济压力大

家庭、学校约束

家庭、学校约束

校园生活单调，无意义

工作忙碌，无意义

无意义，患有抑郁症

工作忙碌

工作忙碌

生活方式单调

反感物质主义

校园生活缺乏价值感，渴望支边

校园生活单调，无意义

工作忙碌

工作忙碌

工作压力大

都市生活单调

都市生活无意义

生活琐碎

质疑西藏形象

家庭约束，经济受制

人际关系物化

生活琐碎，约束太多

经济压力大

人际关系物化

经济压力大

适配期

享受生活自由和经济自由

享受生活自由和经济独立

追求“偶遇”和“邂逅”

丰富阅历，感受异地风情

享受生活自由和人际关系，感受藏文化

享受生活自由和人际关系，感受藏文化

享受生活自由和人际关系

享受生活自由和经济自由

享受生活自由，感受藏文化

追求精神自由和生活自由

*

享受生活自由和人际关系

享受生活自由和人际关系

享受生活自由和人际关系

享受生活自由和人际关系

感受藏文化

感受藏文化

享受悠闲生活状态

享受人际关系，感受藏文化

和男友一同赴藏

享受爱情和友情

享受生活自由和人际关系，感受藏文化

享受生活自由

享受人际关系，感受藏地风情

享受生活自由和经济自由

择配期

*

*

*

*

带女儿旅游，守护藏文化

思考经营策略，偏爱藏传佛教

思考经营策略

*

守护藏文化

寻求物质和精神平衡发展

工作忙碌，计划前往尼泊尔

*

*

*

*

区域文化隔阂，难以融入地方

工作与国际旅游结合

经济压力增加，从事多种业务

回家赡养父母

*

陪同爱人留居西藏

*

*

*

*

注：“*”表示该访谈对象没有经历相应的生活阶段。其中，没有经历适配期的藏漂主要受入藏期间的工作性质影响，未

能实现自我表达与地方意义的匹配。没有经历择配期的原因主要有二：① 部分藏漂入藏时间较短，尚未体验到地方的

变化；② 自我中心型藏漂生活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对地方演变不甚敏感，因而仍处于适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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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藏漂的自我表达和地方意义解读可能衍生出多种关系，因而可被命名为择配期。综
上，藏漂自我表达和地方意义的关系先后经历了错配期、适配期和择配期3个阶段。
4.1 错配期

错配期以个体意识到所处地方意义与自我表达相矛盾为起点，一般持续到个体赴藏
开始“漂泊”生活为止。面对由现代性引发的生活压力，该时期个体普遍面临自我状态
失调的情形，其自我诉求与居住地地方意义发生分歧。由此引发的种种负面效应，持续
激发和强化着藏漂逃离现代环境的动机，但囿于多种原因尚未付诸实践。因此，该时期
的自我表达和地方意义解读都紧密围绕着自我失调这一核心困扰点。
4.1.1 现代性危机中的自我表达 在错配期，充斥着现代性的都市环境使藏漂的自我表达
结构呈现扭曲状态。首先，冷漠而严密的社会运作构建了一个“宏大的监狱连续统一体”，
使现代社会根基牢牢扎根于大脑软组织之上，进而强制社会成员主动规训真实自我[63]。
在此环境下，长期抑制的本性无法得到释放，渴望真实便成为人们表达自我的重要内
容。与压抑本性相对应的是现代社会机制强加给个体的各种压力、限制和义务 [63]。此
外，现代性带来的不仅是缺乏意义的种种负担，同时还造就了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物
质主义等各色诱惑。诸如沉迷游戏、醉心网络、迷恋购物等行为活动瓦解着主体探寻自
我内心的路径，造成了物化的现实自我[64]。最后，隐匿的真实自我和扭曲的现实自我共
同构筑了自我的现时状态，并使理想自我失去了原有的实现路径，成为镜中花、水中
月。伴随着理想自我的失落，个体逐渐失去对生活的掌控感和向往感，并滋生出迷茫感
和虚无感等负面心理。

与此同时，自我表达方式也遭受现代信息技术的强势介入，从而构成了自我异化的
重要方面。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微博、抖音和快手等社交平台快速侵袭个体生活世界，
使普通人具备了在广阔天地表达自我的可能，然而这一变化无形中打破了自我与他者的
平衡关系，致使自我营销呈泛滥趋势[65]。同时，尽管网络社交突破了空间的限制，但其
仅能传递较为单一化的信息，无法通过多样化的沟通形式来达成高效的人际互动。在藏
漂的表述中，网络平台不再是沟通友谊的渠道，而成为释放心灵的累赘。基于上述原因
导致的人际关系疏离，不仅诱发了孤独无依的负面情绪，也破坏了自我与社会之间原有
的和谐状态。
4.1.2 基于想象和建构的诗意天堂 入藏前个体所理解的地方意义，是以西藏地方原色为
素材，经由现代话语体系的艺术化加工，并最终嵌入于藏漂人生经历之中的想象重构。
该过程中，以旅游为主的现代话语体系发挥着对地方形象的外部形塑作用[66]，是建构西
藏地方意义的重要作用力。在旅游广告、文学作品、音乐影视等现代话语的作用下，藏
地元素被选择性和正向性地包装改造，继而构建出一个区别于现代世界的“诗意天堂”。
另一方面，想象是在缺乏直观信息的条件下，个体基于生活环境和人生经历描绘认知对
象的一种知识生产系统[67]，其在地方意义的生产过程中发挥着内部驱动作用。经由对地
方的想象，幻想、预想和欲望等诉求得以间接呈现在个体对地方的认知、理解和思考
中。然而，无论是现代话语体系，还是地理想象，都缺少充足而客观的资料支撑。所以
该时期的地方意义更多是自我意志的反映。

“诗意天堂”的地方意义主要包括纯洁栖居环境、悠闲生活场域和有趣社交场所3个
方面。其中，纯洁生活环境主要来源于人们对青藏高原独特自然环境的想象和认知。西
藏地区处于原生状态的雪山、草原、湖泊等自然景观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且远离现代
化工业造成的环境污染。由于自然景观在所有地方元素中具有很强的有形性，所以这一
意义在入藏前的地方解读中占据重要地位。悠闲的生活场域来自于人们对西藏地区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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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环境和社会氛围的理解。在西藏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影响下，藏地居民大都保持
着相对舒缓的生活节奏，并以自身行动构建出与内地世界截然不同的慢活氛围。在这
里，人们可花费大把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消遣和朝圣，不必受困于现代化生活程式之中。
有趣的社交场所主要来源于同藏漂的零散接触而引发的想象。在与藏漂的邂逅中，丰富
的生活经历、果敢的行事作风、淳朴的处事风格持续展示着西藏地区的人情特色和地方
风貌，并使人们对其赋予美好的情感意义。

错配期的地方意义并不总是对西藏的极力歌颂，也偶有对“诗意天堂”的质疑和挑
战。这类意义的秉持者对内地都市的异化生存状态体会深刻，他们声称所有地方都已被
现代性所冲击，不存在能与灵魂契合的理想地方。然而，尽管表面上将拆穿“诗意天
堂”的地方形象作为主要动机，但他们内心深处依然保留了对理想地方的渴望，其不辞
辛苦的前往西藏便是最好的证明。
4.1.3 自我表达和地方意义的互动 错配期自我表达与地方意义的关系以自我协调为核
心，面临现代性危机的个体出于自我平衡的需求而赋予西藏心灵圣土的意义，而这种意
义相应地强化了藏漂反抗现代性负面影响的自我表达。该时期的个体普遍面临着Festinger
所说的“强制服从失调”情形，即在现代规约和公众舆论压力之下违背自我意愿而行动[68]，
因而无论是自我表达还是地方意义，都旨在消除自我虚假引发的不真实感和无意义感，
进而寻求自我协调的真实状态。

入藏前人们所认知到的地方意义是在自我表达内容的基础上被持续想象和建构的结
果。自我表达是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互动产物，影响着人们对地方要素的认知和行为结果[69]，
最终也决定了其对地方意义的宏观解读方向。首先，现代话语体系依据群体性的自我平
衡需求，通过一系列的选择、组合和包装手段，将西藏描述为一个远离现代性渲染的

“世外桃源”。因此，从宏观的地方形象建构层面，社会尺度的自我失衡通过现代话语体
系的传导，参与了对西藏地方意义的建构。此外，该时期人们对西藏的地方想象也是以
自我表达为线索的。在对“诗意天堂”的地理想象中，个体凭借自我表达所折射出的自
身需求去想象和建构西藏的地方形象，依托自身经历去解读西藏价值 [70]。基于生活经
历、主观想象的差异，不同个体也分别赋予西藏以“高原秘境”“心灵净土”“浪漫之
都”等多重意义。

同时，被话语和想象建构的边远藏地成为了承载协调自我的容器，继而对个体产生
了巨大吸引力。一方面，透过地理想象而呈现的西藏图景，“我者”和“他者”的边界被
进一步厘定。那些渴望摆脱现代性牢笼的人们彼此之间相互吸引，互诉衷肠，形成了表
达自我的“共同体”，而普通城市居民则被视为没有精神追求的“他者”。在此过程中，
群体成员愈发坚定地表露对自我协调的向往，推动了“我者”的稳固与扩张。同时，逐
渐明确的心理诉求也直接影响了入藏前个体的生活方式，他们开始明确排斥现代生活程
式，并主动预演“诗意天堂”的幸福生活。

受空间区隔的遮蔽作用，错配期人们其对地方施加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想象和社会传
导机制完成的。这种塑造机制因鲜明的信息匮乏和主观阐释特性，本身就很难忠于地方
事实。随后，在文艺系统、旅游系统等社会传导机制的作用下，一些被建构的地方特性
又被加工和放大，最终成为外部群体强加给西藏的发展目标。然而，该目标更多是群体
自我诉求的社会外化表现，它尝试剥夺西藏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可能性。因此，错配期人
们的自我表达和地方意义的互动倾向于将西藏塑造成自我恢复的“后花园”。
4.2 适配期

适配期大致从藏漂到达西藏开始，至地方意义与自我表达再次分离而结束。随着生
活空间的转换，弥漫着本真气息的西藏环境迅速调和了藏漂的自我状态，并以完全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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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现代性的地方体系引导和塑造了个人发展。相应地，地方意义也在人地交互中持续具
象和深化，并因个人意义的注入而逐渐个性化。总体而言，该阶段藏漂自我表达和地方
意义呈现协调关系。
4.2.1“放任”的藏文化研习地 在旅居过程中，藏漂通过亲身体验推动了地方意义的演
变。首先，由地理想象和现代话语引发的认知抽象化和零散化现象，在个体对地方的亲
身体验中被逐渐消除，先前的地方想象也被证实或证伪，藏漂因此获得了更加丰富而详
实的地方意义。此外，持续深化的地方认知改变了藏漂地方意义解读的内在结构。随着
新鲜感的消退，自然环境对地方意义的影响力不断下降，而社会文化元素逐渐成为地方
意义的主要来源。

该时期藏漂倾向于将拉萨地方意义理解为“放任”的藏文化研习地，主要包括悠闲
生活场域、纯粹关系寄托和传统精神圣地3个子结构。其中，悠闲生活场域的意义源于
西藏宽松的地方氛围和藏漂的生活方式。西藏的文化导向、经济环境和政策扶持所营造
的慢节奏地方氛围，为藏漂的悠闲生活方式提供了良好的发育环境，而这种生活方式又
赋予西藏以闲散自由的地方意义。现实中，藏漂总是把工作放在生活中的次要位置，并
花费大量时间开展聚餐、喝茶、逛酒吧、打游戏等消遣活动，纯粹关系寄托的地方意义
源自藏漂与本地栖居群体的交际互动。在旅居生活中，藏漂群体和藏族居民均秉持着有
别于现代物化关系的淳朴、诚信和重视感情等交际原则，所以经由日常社交活动，藏漂
能够获取对地方的情感意义。最后，传统精神圣地的地方意义主要来源于对藏族传统文
化的研习和感悟。藏族文化主张追求精神幸福，摒弃物质至上理念，是一种在价值立场
上与现代文明截然相反的知识体系。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在错配期声称要拆穿西藏虚假
形象的造访者，在该时期的地方探索中解读出诸多正向的地方意义，甚至获得了高于一
般藏漂的地方融入水平。基于此，通过对藏族文化的探索，藏漂能够从全新的视角剖析
现代性的弊病和生命的意义，并为自身生活模式提供系统化的理论支撑。
4.2.2 协调状态下的自我发展 当人地关系处于社会、物质和表现力的融合点，人们会产
生强烈的表达欲望和情绪反应[71]。在入藏之初，随着居住空间由内地都市向本真性藏地
的转换，现代性造成的自我扭曲迅速消解，真实、现实和理想自我得以快速达成协调关
系，藏漂的生活状态便近似于这一“融合点”。相应地，藏漂的自我表达欲望迎来一个高
峰，其核心内容主要是与自我协调密切相关的生活状态。

然而，旅藏之初的“放纵”生活虽然备受藏漂推崇，但因其鲜明的封闭特征，缺少
自我发展的功效，所以注定难以长期维持。在经历短暂的自我修复期之后，无所事事的
生活状态往往会引发藏漂的恐慌感和自我怀疑，使之丧失维持这一生活模式的意愿。同
时，该时期藏漂用于消遣消费的资金和时间甚众，而获取的经济收入却相对微薄。因
此，失衡的经济状态最终决定了藏漂无力长期维持这一生活状态。

在自我一致性得以实现的前提下，自我提升被视为比维持自我协调更为重要的发展
需求 [18]。随着地方融入程度不断深化，自我协调虽然仍旧构成了驻留西藏的基本吸引
力，但藏漂的生活重心已悄然向他人和地方维度上转移。具体来说，适配期藏漂的自我
表达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重视好友关系。受先前关系物化和自我封闭环境的影响，
该时期藏漂的社交需求持续反弹，他们注重建立和维护社交关系，乐意花费大量时间和
精力去组织频繁的喝茶、聚餐和旅游等活动；追求知识与能力。随着生活世界逐步向外
拓展，藏漂尝试借用西藏的地方性来回应现代性引发的物质主义风潮。他们积极研习藏
族文化体系中有关精神修养的内容，弥补自我发展中的结构性失衡，并将其作为反抗和
讽刺现代生活程式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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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地方意义和自我表达的新关联 适配期的藏漂已经消弭了自我表达与地方意义之间
的错位现象，达成了自我真实的阶段性目标。在此基础上，藏漂经由地方研习和地方重
塑等行为持续提升自我与地方的适配度，最终寻求真实的地方在场感。

为建构和守护理想状态下的西藏，藏漂按照地方意义所限定的原则来形塑和表露自
我。首先，西藏作为理想的栖居场所，其地方意义在藏漂的旅居过程中被逐渐内化，最
终指导着自我的发展方向，筛选着有关自我的表达内容，诸如悠闲自由、关系淳朴、精
神富足等意义都被尊奉为人生哲理。随着地方意义逐渐内化到自我意识中，该时期藏漂
的自我表达内容出现了由自我向他人、地方的推移。究其原因，主要是西藏地方特质在
短期内解决了藏漂的自我失衡问题，其生活重心也由寻求自我平衡转移到社会交际和地
方体验中。

同时，地方意义解读也推动藏漂发展出兼具传统特色和西藏独有的自我表达方式。
人们对纯粹社交、精神富足等意义的追求促使其对网络社交方式的负面影响持续深化，
诸如朋友圈、微博等网络表达方式均被刻上冷漠与无知的标签。与此同时，藏漂从西藏
传统文化和藏漂旅居文化中寻求素材，进而形成转经、旅行、转山、街头卖唱、研习佛
经等表达方式。

该阶段，藏漂自我表达对地方意义解读的指导作用依然显现，并集中体现在对西藏
的认知和实践层面。首先，藏漂的地方意义是以寻觅自我协调和自我发展为目标，以内
地现代化都市为参照，在前期主观想象和反抗现代性负面影响基础上进行的选择性解
读。因此，藏漂对西藏的认知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特征，他们不仅将西藏视为现代性的
避风港，更是有意无意地将其解读为完美主义的理想国。此外，藏漂对地方意义的践行
同样没有完全忠于地方，而是将汉族与藏族、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元素筛选糅合而成的一
种生活模式，诸如茶艺、游戏、汉服、直播等均是其生活中的重要元素。

该时期藏漂自我表达和地方意义解读共同推动拉萨形成了传统与现代相杂糅的地方
面貌。首先，随着自我发展过程中对外部环境的逐步关注，藏漂将研习拉萨的历史、艺
术、习俗和建筑等传统要素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并间接完成了对传统地方要素的
保护与传承。同时，藏漂也推动了拉萨的现代化进程。相比于普通移民，他们持有更强
烈的地方体验渴望，与藏族居民保持着更频繁的互动，更容易将自身的现代性特征传入
藏族居民当中，因而其对传统地方的冲击更加全面而深刻。整体而言，在这种杂糅式的
地方格局中，传统和现代鲜明对立，一方的存在或发展总以另一方的消亡为代价。二者
间的激烈冲突直接导致了居民的价值选择困难，并使地方的发展方向趋于模糊化。

在上述两个时期，基于反抗现代性负面影响而做出的种种过激反应，藏漂在进行自
我剖析和地方意义解读时均存在着显著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一方面，他们片面评价现
代性与传统性的时代价值，在将现代性贬低为个人、地方乃至全人类发展的阻碍时，也
将传统西藏推崇为人类的理想生活天堂。这种错误的认识论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了藏漂旅
居生活的不可持续性。另一方面，这种对现代性负面影响的逃避心理在短期内也发挥着
一定的积极功能。人们通过想象和建构西藏意义，消除了自我结构的长期异化状态，获
得了较为清晰的自我认知和生活目标。
4.3 择配期

随着现代性的持续侵入，传统西藏的地方根基遭受冲击，藏漂先前赋予的地方意义
趋于瓦解。同时，部分藏漂的自我概念和自我表达发生转变，其对栖居环境的要求也随
之变化。因此，择配期藏漂的自我表达和地方意义必然呈现出复杂关系。从时间跨度上
看，择配期开始于地方评价与自我认知的显著变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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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渐趋消逝的原真地方 近年来西藏社会的转型发展同时也是现代性力量向边缘地区

持续扩张的过程，表现为资本、科技、现代文化和外来群体对传统西藏的解构和再建

构。在这一背景下，诸多传统地方特质被现代景观消解、替换和重构，附着其上的地方

意义随之变迁，主要表现为悠闲生活场域、纯粹关系寄托和传统精神圣地3种地方意义

的持续流失。

首先，近年来西藏旅游进入大众化时期，游客的结构性变化、旅游资本的大量进

入、物价水平上涨等新现象严重削弱了藏漂在旅游行业中的竞争力，破坏了闲散生活赖

以维系的经济基础。事实上，不少藏漂均表示他们正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经济困境，并在

考虑是否应该继续驻留西藏。其次，交际对象的结构性变化弱化了藏漂赋予拉萨的情感

意义。近年来西藏外来群体大量增加，单就游客而论，1999—2019年的20年间西藏每年

接待游客从10.82万人次增加到了4012.15万人次[72]。由于信息匮乏和缺乏敬畏，部分游

客、经济移民以及新近出现的“网红”群体经常在不经意间突破藏漂和藏族的生活法

则。相应地，藏漂将其视做传统西藏的破坏者和消费者，而非情趣相投的栖居者。最

后，现代性从物质景观和文化传承两方面侵蚀着拉萨的精神圣地意义。一方面，其他群

体的地方意义解读对西藏物质景观提出了多样化的发展诉求[73]，并使拉萨的城市景观快

速演变。另一方面，藏族文化理念在藏族居民尤其是藏族年轻人的自身观念中也呈现衰

退趋势。越来越多的藏族居民身穿现代服装，喜食各式快餐，享受现代科技便利，终使

藏漂心目中的“精神圣地”面临消失的风险。

4.3.2 自我专注与责任担当 择配期藏漂的真实自我依旧保持着对现代性的叛逆色彩，具

体表现为注重亲友关系和渴望生活自由。即便是计划返回内地的藏漂，也极为怀念旅居

生活的真情和自由。然而，随着地方转型加快，纯真关系和自由生活逐渐消逝，藏漂释

放真实自我的空间也被持续压缩。因此，藏漂对闲散自由生活的讴歌转变为对过去“放

纵”自我的怀念。

藏漂的理想自我因旅藏经历的不同，分化为两种类型：自我中心型。这部分藏漂缺

乏探索外部世界的好奇心，长期沉醉于自我协调状态，因而其理想自我依旧包含着对悠闲

生活的幻想。同时，近年来经营环境的恶化也引发了藏漂对自身能力的怀疑。他们渴望

通过努力经营来验证自我能力，因而其理想自我中又增加了自我证明的内容；利他倾向型。

这部分藏漂在旅居期间拥有庞大的社交网络和广阔的社会视野，对人际交往和藏族文化

抱有浓厚兴趣，对自身和地方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在栖居环境变迁和生活方式反思

的基础上，他们逐步意识到自身肩负的责任与担当，并将之作为理想自我的重要构成部分。

该时期，现实自我与真实自我、理想自我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但整体上呈现偏离

态势。对自我中心型藏漂而言，为应付沉重的经济压力和“无聊”的大众游客，他们被

迫回归到充斥着现代性的生活程式中，继而再度表现出异化的现实自我。对利他倾向型

藏漂来说，闲散的群体习气已然转变为承担责任的阻碍，并引发了强烈的无力感和无价

值感。相应地，他们的现实自我陷入了一种近乎停滞的无意义状态。

4.3.3 地方意义和自我表达的关系再构 就自我中心型藏漂而言，旅游大环境的变化触发

了藏漂对自身能力的怀疑。因此，许多藏漂出于自我证明的目的，重新表露出追求物质

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渴望。他们陆续重返内地社会经济体系之中，并通过寻觅更好的发展

机会和追求更高的工作成就来证明自身能力。

就利他倾向型藏漂而言，地方意义演变促使人们重新考虑个体与地方的关系，并使

之意识到他们不仅是原真地方的享受者，也应是理想地方的建设者。基于此，藏漂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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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守护传统西藏视作自我表达的核心构成，并为自己赋予藏地守护者的身份，通过文

字、影像、美术等形式来记录西藏的原真特质。此外，交际对象的结构性变化也帮助藏

漂完成了家庭导向的情感回归。该时期，藏漂成员间的情感联结不断被旅藏群体的结构

变化和交际圈的高速流动所瓦解。随着个体情感的无处安放，藏漂转而开始频繁表露自

我与家庭成员间的血缘亲情。基于上述自我表达的转变，利他倾向型藏漂或是继续驻留

西藏，或是返回内地承担家庭责任。

虽然先前赋予西藏的地方意义已濒于消失，然而在择配期的生活反思中，西藏又被

赋予了坚守自我或回归社会“加速器”的意义。首先，对于依旧追求自我协调的自我中

心型藏漂而言，西藏是自我平衡状态得以实现的地方见证，同时也是激励藏漂继续探索

全新“世外桃源”的动力源泉。此外，对于渴望自我证明的自我中心型藏漂和全体利他

倾向型藏漂，西藏不仅见证了一段充斥着愉悦和满足的生命历程，同时也是个体反思价

值追求，继而走向全新生命历程的地方隐喻。

该时期部分藏漂已返回内地或旅居他域，因而其对拉萨的影响可忽略不计；而那些

坚持留居拉萨的“地方守护者”开始尝试寻求地方发展的最优路径。首先，藏漂研习藏

族文化的动机由对抗现代性负面影响和彰显自我价值转变为地方守护，因而其文化研习

活动更加全面和系统。此外，他们更加辩证地看待拉萨现代化进程中的利与弊，并尝试

寻找传统元素与现代文明的兼容化发展路径。最后，藏漂尝试鼓励和引导藏族居民在坚

守民族特色的同时，扬长避短地吸纳外来文化，最终构建传统与现代要素相辅相成的可

持续特色化地方。

综合来看，多数藏漂已经矫正了虚无主义的错误认识，能够参与社会、融入生活，

在直面现代性负面影响的同时，承担起对自己、他人乃至社会的责任。其中，部分自我

中心型藏漂为证明自身能力，实现自身价值而重返现代社会体系之中；利他倾向型藏漂

或是践行守护地方的目标，或是担起支撑家庭的责任。整体来说，无论该时期责任意识

的指向对象是谁，都表现出自我表达与地方意义互动过程中个体对价值真实的追求。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对人地互动中真实意义的探寻从始至终贯穿于藏漂自我表达和地方意义的关系之中[74]，

并在不同阶段先后表现为自我真实、体验真实和价值真实的交替与叠加。其中，对自我

真实的追寻主要发生在错配期，表现为藏漂尝试摆脱现代性引发的自我失调现象，渴望

实现自我平衡的真实状态；对体验真实的追寻主要发生在适配期，即在消除自我失调现

象之后，藏漂试图全方位地体验拉萨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本真地方体系，以求获取真实的

地方在场感；在择配期的自我诉求与地方环境双重演变下，许多藏漂更加关注自身存在

对于外部世界的价值意义，并以多种形式的责任意识和行为实现自我的价值真实。在此

过程中，藏漂重新思索自我与地方、传统与现代的应有关系，并最终完成了对社会发展

的回归。基于这一逻辑，藏漂自我表达和地方意义的时空演变和相互关系按照如下内容

展开。

首先，如图 1 所示，自我表达与西藏地方意义在藏漂生命历程之中皆呈现运动状

态，且在各阶段具有鲜明特点。就自我表达而言，其内容经历了失调错位与协调追求

——协调状态下的自我发展——自我专注或责任担当三个阶段。就地方意义而言，藏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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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将西藏解读为诗意的天堂——“放任”的藏文化研习地——坚守自我或重归社会的
“加速器”。在这一过程中，藏漂的自我表达和地方意义并非仅仅遵守逃离现代性负面影
响的单一逻辑，而是奉行着一系列植根于人地交互活动的价值观念，如自我证明、热爱
亲友、守护地方等。这些观念在时间过程中呈现出由自我向朋友、家庭和地方扩散的外
推趋势，且前后内容之间存在着替代或补充两种关系。

其次，自我表达和地方意义之间的互动贯穿人地关系的始末，并在各阶段呈现不同
状态。在错配期表现为以寻求“诗意地方”为核心的自我表达强化；在适配期表现为以
追求“放任自我”为目标的地方意义生产；在择配期表现为以多元价值为诉求的自我与
地方调适。在此过程中，旅藏前后的自我表达和地方意义解读同时折射出传统性和现代
性的对立统一。一方面，藏漂以禁锢性和迷失性的话语描绘现代环境下的自我状态和生
活环境，以“自我释放”和“心灵净土”来比喻旅居西藏的生活状态和地域环境，表现
出传统性与现代性的鲜明对立。同时，藏漂以现代方式体验传统西藏，并力图构建以藏
族文化为本底的现代化地方，这又是二者相统一的体现。

最后，由于藏漂只是塑造拉萨地方面貌的众多群体之一，其认知评价和行为活动无
法直接决定拉萨的发展轨迹，而仅是在地方演变中发挥有限的推动作用。如图 2所示，
在驻留西藏的不同阶段，藏漂的自我表达和地方意义解读先后推动拉萨朝向以下3个方
向转变：自我恢复的“后花园”——传统与现代杂糅的地方格局——可持续的特色化地
方。伴随着自我表达和地方意义由自我向外界的推移，其关系性质逐渐由享乐放纵的消
费性转向超越自我的生产性。在此过程中，藏地特质及其时代困境将藏漂从沉溺娱乐的
状态中解放出来，并指引他们从地方发展角度来审视自身的行为实践，继而为拉萨的特
色化发展贡献生产性力量。

图1 藏漂自我表达和地方意义的互动框架
Fig. 1 The interactive framework for self-expression and place meaning

图2 藏漂自我表达与地方意义解读的地方影响
Fig. 2 The place influence of Tibet drifters' self-expression and place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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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讨论

在人地关系演化的驱力方面，以往研究都认为地方更具重要性。然而，本文发现错

配期的人地关系主要受自我需求的影响，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缺乏对地方信息的有效掌

握，更多基于自我修复的地理想象来建构人地关系。与此相反，适配期的藏漂利用丰富

的在地体验，能够比较切合实际地更正人地关系。而在择配期，自我诉求与地方面貌均

可能发生显著转变，因而人地关系的变化整体上可能同时受到自我和地方双重因素的影

响。综上，人地关系的主导因素很难一概而论，在地方变迁、自我诉求、地方认知水平

等因素的作用下，自我与地方均有可能发挥核心作用。

此外，以往过度强调藏漂极度自我的认识有待商榷。本文认为，在自我表达与地方

意义互动关系由自我向朋友、家庭和地方的外推过程中，藏漂的责任感被激活并以自我

责任、家庭责任和地方责任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其中，自我责任感表现为在长时间的

闲散生活后，藏漂渴望回归社会体系以发展自我能力和实现自我价值；家庭责任感表现

为藏漂重新重视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并积极承担家庭责任；地方责任感表现为藏漂反思

自身对西藏的消费性和破坏性，并尝试构建可持续的特色化地方。

从塑造自我与地方的和谐关系出发，藏漂可在以下方面调整旅居行为：① 开展全面

而深入的地方探索和地方融入。研究发现，那些能够充分融入地方的藏漂能够获得较为

深刻的地方意义，在内外部因素的作用下，他们更容易摆脱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认识

论，同时也能够发展出多维度的责任感以完成价值观的升华。② 树立全过程的地方道德

意识。多数藏漂的地方道德行为形成于传统地方性急剧消弭的宏观背景下，而非源于旅

居前的自发保护意识，这就意味着他们在旅藏初期可能会频繁表现出地方破坏性行为。

③ 客观看待传统性与现代性各有的利弊特征。藏漂应全面认识现代社会替代传统地方的

必然趋势，避免历史虚无主义的观念和行为，进而最大程度地减少自身行为引发的生命

停滞和地方消逝现象。

相较于以往研究，本文将人地互动放置于地方社会发展沿革和行为主体生命轨迹的

背景之下，尝试突破将地方视为现代或传统场所的二元分类法，进而相对完整地呈现了

藏漂自我表达与地方意义的时空互动脉络。此外，本文不仅回应了地方影响自我的以往

研究成果，同时进一步探索了不同时空条件下藏漂自我表达对地方意义解读的阶段性影

响，为人们对地方影响机制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有益参照。然而，基于当前西藏地方特

征，本文假设所有藏漂都会完整地经历自我表达与地方意义的3个互动阶段。该假设虽

然基本符合实际情况，但考虑到西藏的现代化进程，未来自我表达与地方意义的互动可

能呈现出新的面貌。事实上，随着近年来西藏传统特质的流失，适配期自我表达与地方

意义的匹配程度正在下降，匹配时间日益缩短，且不排除在未来存在消失的可能。因

此，把握地方演变规律，预测新的关系模式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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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pretation of place meaning and the expression of
self-concept:

A case study of Tibet drifters in Lhasa, Tibet

BAI Kai1, 2, WANG Bolin1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2. Shaanxi Tourism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Laborator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Tibet drifters, a typical group who utilize special place to fight against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modernity, have special life courses of drifting in Tibet which can provide vivid cases
for the study about mutual- construction mechanism between self and place. Based on the
research data collected through semi- 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field observation,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bet drifters' self- expression and place
meaning under different spatial and temporal conditions from the micro diachronic perspectiv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ationship has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periods: During
the mismatch period, Tibet drifters strengthen their self-expression by understanding Tibet as a
"poetic paradise"; during the adaptation period, while continuing to pursue an indulgent self-
concept, Tibet drifters also produce highly subjective and individual place meaning; during the
selection period, as Tibet is becoming more modern and individuals are entering new life
stages, Tibet drifters gradually develop diverse self- expressions and place meanings. On this
basis,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spatio- temporal interaction between Tibet drifters' self-
expression and place meaning can be manifested as continuous pursuit of authentic meaning at
different periods.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sojourning to Tibet, this authentic meaning is
expressed as ordinal arrangement from self- authenticity, experiential authenticity to value
authenticity, which shows an extrapolating trend from self to friends, family and place. The
main 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is to clarify the presentation of periods and development pattern
of the core meaning of human-land relationship in the process of Tibet drifters' search for self-
restoration and place support from two basic points of self and place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provide a useful supplement for exploring the evolution pattern of sojourners' value pursuit,
the linkage mechanism of human- land relationship and th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of
ethnic areas.
Keywords: Tibet drifter; place meaning; self-expression; modernity; Lh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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